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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典型案例

1.靳某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2.钟某某强奸案
3.杨某某猥亵儿童案
4.徐某某强制猥亵立案监督案
5.武某某申请支持起诉案 

二、人事任免
靳某某组织未成年人
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

【关键词】
违反治安管理活动  有偿陪侍  情节严重
【要旨】
组织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从事有偿陪侍活动的，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具有组织人数多、持续时间长、管控手段恶劣等情节，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基本案情】
被告人靳某某，男，1976年6月出生，原系某市KTV经理。
2016年以来，被告人靳某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组织梁某某（16岁）、沈某某（15岁）等8名未成年女性，在某市KTV有偿陪客人喝酒、唱歌，持续近两年时间。期间，靳某某使用感情笼络、恐吓、殴打等手段管理、控制上述人员。2018年4月25日中午，靳某某对其中与其有恋爱关系的梁某某进行辱骂、殴打，当日下午4时，梁某某自杀身亡。
【指控与证明犯罪】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2018年4月26日，某市某区公安局以靳某某涉嫌强迫劳动罪立案侦查。次日，某区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经查阅证据材料、与侦查人员当面沟通，认为强迫劳动罪中的“劳动”应当是符合《劳动法》及其系列配套规章规定的行为，该案中的“有偿陪侍”系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明令禁止，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畴，建议公安机关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作为侦查方向，并提出6点意见：1.靳某某是否明知被组织人员的年龄；2.管控被组织人员的方式手段；3.造成被组织人心理、生理等方面的伤害和影响；4.梁某某死亡与靳某某管控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5.及时开展相关人员的心理疏导工作；6.辖区内其他娱乐场所是否存在类似现象。
2018年8月1日，某区公安局以靳某某涉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移送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靳某某组织多名未成年人在KTV从事有偿陪侍活动，采用殴打等暴力手段管控，间接造成1人死亡，可能涉嫌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组织卖淫、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等罪，故围绕靳某某的主观故意、管控的方式手段和梁某某的死亡原因等方面，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巩固证据证明体系。2019年1月23日，某区检察院以靳某某涉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依法提起公诉。
法庭审理阶段，检察机关指控：靳某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组织多名未成年人在KTV从事陪客人喝酒、唱歌等有偿陪侍活动，应当以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靳某某为加强管理和控制，多次对被组织人员实施殴打、辱骂、恐吓等行为，与其中1名被组织者的自杀有关联性，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被告人辩解称：1.其不明知被组织人员系未成年人；2.其与梁某某系恋人关系，梁某某跳楼自杀是因为感情纠葛，与组织陪侍无关；3.其行为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4.梁某某坠楼后其主动报警，并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应认定为自首。
针对被告人的辩解，公诉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回应：
第一，靳某某主观上明知被组织人员系未成年人。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靳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以及被组织人员和KTV相关工作人员的证言能够证实，靳某某通过入职问询、查验身份证、日常交流、生日聚会等途径，应当知道8名被组织人员均系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
第二，梁某某的死亡与靳某某的组织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靳某某的供述及多名被组织人员的证言能够证实，靳某某曾因梁某某不服从管理，多次当众对其进行辱骂、殴打。梁某某自杀当天，因未获得靳某某批准回家数日，刚回到住地便受到当众殴打、辱骂。虽然靳某某称其与梁某某存在恋爱关系，但也有证言证实，靳某某同时与多名被组织人员交往，靳某某还以便于管理为由，不让对方公开恋情。靳某某所谓的“恋爱”行为，实则是以笼络感情达到组织管理的手段。
第三，靳某某的行为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且属情节严重。1.靳某某的行为具有组织性特征。靳某某通过自愿应聘、他人介绍等方式组织多名未成年人在KTV从事有偿陪侍活动，对不服从管理、逃跑的人，追回后进行殴打、威胁、辱骂，并采取租房集中居住、统一上下班和严格请假制度等方式进行管理控制，具有组织性特征。2.靳某某的行为手段恶劣、后果严重。靳某某利用被组织人员身心发育不全，反应反抗能力差等特点，采取暴力手段进行管控，持续时间近两年，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并与梁某某自杀身亡具有关联性，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3.靳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自首。梁某某自杀身亡后，靳某某虽主动报警，但在公安机关询问时，未主动交代组织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的犯罪事实，相关犯罪情况系公安机关询问其他陪侍人员后掌握，依法不能认定为自首。
2019年4月22日，某区法院以靳某某犯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靳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于当月26日提出上诉。某市检察院经阅卷审查后认为，一审判决罪责刑相适应，并无不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7月31日，某市中级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借鉴意义】
1.与盗窃等行为性质等同的行政违法行为，可以认定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情形。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对该罪“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范围，采用“列举+等”的方式，明确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四种情形，同时未排除“等”外情形。由此可见，该罪主要评价的是被组织者所从事行为的行政违法性。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明确在娱乐场所有偿陪侍行为的行政违法性，但与违法行为同质的活动也应属于“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娱乐场所及从业人员不得提供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陪侍以及实施贩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将娱乐场所有偿陪侍行为与贩卖吸食毒品、卖淫嫖娼、赌博等行为同列，因此在娱乐场所有偿陪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可以作为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适用情形。
2.准确区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与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组织卖淫罪等罪的界限。在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过程中，行为人常以殴打、胁迫、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进行管控，如触犯多个罪名的，属于想象竞合，应从一重罪处断。该案中，靳某某虽有辱骂、殴打、统一住宿、限制出行等行为，但没有严格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梁某某的死亡非殴打、拘禁等暴力管控行为所致，无法认定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该罪虽与组织卖淫罪同属有组织型犯罪，但所侵犯法益不同，陪侍并非卖淫，靳某某也严格禁止被组织人员从事卖淫活动，故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如果行为人组织未成年人的数量较多、犯罪持续时间较长、使用打骂等恶劣管控手段，后果严重的，可以适用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情节严重”的法定刑升档情形，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刑档内从重处罚。
【相关规定】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条之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七条
《国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钟某某强奸案

【关键词】
强奸   幼女  心理干预方法  特殊职责
【要旨】
身心受到犯罪伤害的幼女陈述不够稳定的，检察机关可以借助专业力量，采取科学规范方法缓解被害人心理阻抗，依法辅助证据复核，增强陈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临时受托照看未成年人的亲属，利用与未成年人之间的亲密信赖关系，对其实施性侵犯罪的，可认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的“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基本案情】
被告人钟某某，男，1975年10月出生，无业，系被害人亲属。
2017年7月29日早晨，被害人王某某（女，5岁）的父母将其放在被告人钟某某家中代为照看。期间，钟某某将王某某的内裤拉下，用生殖器触碰其阴部。当天中午，王某某回家后将此事告知父母，后报警案发。
【指控与证明犯罪】
2018年3月29日，某市某区公安局以钟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移送某市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钟某某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被害人王某某在侦查环节陈述的细节存在部分不一致。鉴于被害人因遭受性侵引发创伤性应激障碍，为审查被害人陈述的客观性、真实性，检察机关专门邀请了心理咨询师，采用沙盘游戏的心理干预方法对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应激症状。在被害人情绪稳定的情况下，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复核。复核中，王某某陈述自然、表达流畅，称：“爷爷脱掉我的裤子，用‘尿尿的东西’用力顶我‘尿尿的地方’。”该陈述能得到客观证据的印证，证实被告人有强奸幼女的犯罪事实。据此，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钟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的定性有误，应改变定性为强奸罪。2018年12月3日，某区检察院以钟某某涉嫌强奸罪向某区法院提起公诉。
法庭调查阶段，2019年1月16日，某区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该案。为指控犯罪，公诉人重点出示了以下证据：1.被害人陈述，证实钟某某用生殖器触碰王某某的阴部。2.DNA鉴定意见，证实从王某某内裤裆部提取到的精斑与钟某某血样的STR分型结果相同。3.钟某某儿子（5岁）的证言，证实案发当日和王某某在家里卧室看电视的时候，王某某被钟某某带出卧室。
法庭辩论阶段，针对检察机关的犯罪指控，钟某某辩称其只是用手隔着被害人内裤摸了阴部两下，没有用生殖器触碰。辩护人提出：1.被害人在侦查机关的两份陈述不一致。对于钟某某将其内裤“脱至膝盖”还是“脱掉一侧”，用生殖器“顶一下”还是“顶一会”的细节描述存在差异，且被害人年幼，认知及表述受限，其陈述不能作为定案证据。2.指控强奸罪证据不足。被害人阴部没有检出精液，处女膜完整，内裤上的精液不排除其他途径遗留，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仅能认定猥亵儿童罪。
对此，公诉人答辩称：
第一，被害人陈述符合年龄段的认知和表达能力，且有客观证据印证，具备证明力。王某某仅有5岁，虽然部分陈述存细节上的差异，但是对于被人触摸及触摸部位的描述在其认知范围之内，“顶”“尿尿的部位”“有白色的水”等描述也符年龄段的表达水平。而且陈述内容能够得到DNA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的印证，具备证据证明力。
第二，该案可以排除诬告陷害可能。一是因为王某某父母与钟某某存在亲戚关系，平日两家关系融洽，无矛盾，这才将王某某托付给钟某某临时照看，没有诬告陷害的动机；二是因为王某某父母得知小孩受到侵害后，随即质问钟某某并报警，案发自然正常；三是因为王某某内裤上的生物痕迹系公安机关提取，被害方不具备诬告陷害的条件和能力。
第三，钟某某的辩解没有证据支撑，其行为构成强奸罪。一方面，钟某某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不稳定，最初否认接触被害人阴部，后又称用手隔着内裤触摸阴部，但无法对被害人内裤精斑作出合理解释；另一方面，被害人陈述能够与DNA鉴定结论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钟某某生殖器与被害人阴部接触的犯罪事实。
第四，钟某某作为临时照看的受托人，属于“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应当依法从严惩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九条规定：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职责的人员系“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第二十五条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对未成年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更要从严惩处。钟某某临时受托照看年仅5岁的王某某，对王某某负有照顾、看管等特殊职责，却对其实施性侵害，应当从重从严处罚。
被告人钟某某在庭审最后承认了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法院当庭征询了被害人父亲意见，被害人父亲考虑到被告人承认了错误，且系亲属，并有两个子女需要抚养，建议对其从轻处理。2019年2月20日，某区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指控，以强奸罪判处钟某某有期徒刑四年。
【借鉴意义】
1.借助心理治疗方法辅助复核未成年被害人陈述。处于幼童阶段的被害人在陈述的准确性、逻辑性和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天然的局限性，其遭受的心理创伤也对陈述案发经过形成一定阻碍。对此，检察机关可以借助“外脑”专业力量，通过“沙盘游戏”等非语言的心理治疗技术，缓解幼童的应激症状，引导其陈述案件经过，结合其他客观证据，增强检察人员对证据证明力的内心确信。该案中，因复核被害人陈述距离案发时间较长，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了巨大心理创伤，由办案人员直接询问效果不佳，检察机关邀请心理咨询师采用“沙盘游戏”缓解其焦虑情绪，解决未成年被害人遭受性侵后产生的语言交流障碍和自我表达不良等问题，协助对被害人陈述进行复核，增加了证据的证明力。
2.临时受托照看未成年人的亲属可以审查认为属于“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将“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职责的人员”认定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临时受托照看的人员虽然不在其列，但与上述六类人员具有对未成年人保护职责的同质性。临时受委托照看具有亲属等特定关系的人员，与被害人存在亲密接触的便利、足以使他人产生人身依赖，发生性侵类犯罪更不易被发现，可以审查认为与监护、看护等“特殊职责人员”负有同等的保护义务。该案中，王某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钟某某受托代为照看，王某某对钟某某具有人身依附性，达到了因特殊职责而形成的人身依赖性程度，可以认定为“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对被照看的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猥亵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十五条

杨某某猥亵儿童案

【关键词】 
猥亵儿童  零口供  自行侦查  证明体系  证据审查
【要旨】 
审查被告人“零口供”性侵低龄幼童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围绕被害人陈述和辨认等直接证据，通过引导侦查、自行侦查等手段，借助人身检查笔录、视听资料、鉴定意见等间接证据补强的证明体系。符合幼童认知和表达能力的陈述和辨认，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某某，男，1965年10月出生，原系某经济开发区某工厂门卫。 
2017年8月11日下午，被告人杨某某与同事倪某某在某工厂门卫室值班，被害人凤某某（女，4岁）在门卫室内玩耍（凤某某父母系该厂员工）。17时许，杨某某趁倪某某外出打饭的时候，采用抠摸被害人阴部的方式对其实施猥亵。当晚19时许被害父母发现凤某某身体异常，将其带至医院检查，20时报警案发。
【指控与证明犯罪】 
审查逮捕阶段，2017年8月12日，某县公安局以凤某某被猥亵案立案侦查，当天上午对倪某、杨某指甲擦拭物进行提取，8月14日送检。8月18日以倪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提请某县检察院审查逮捕，对杨某某未采取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有：1.倪某某供述在门卫室看到凤某某把裙子掀起来，伸手触碰到凤某某阴部，并说“丑死了，赶紧穿好”。2.凤某某陈述在门卫室被“老点的爷爷”手指甲伸到“屁屁”里摸的，很疼。3.杨某某证实倪某某与凤某某在门卫室看电视，自己与凤某某无单独接触时间，无身体接触。4.户籍信息证明倪某某1955年出生，比杨某某年长。5.被害人父母、接诊医生、接警记录证实案发当晚凤某某外阴红肿，附着多量分泌物，有尿频尿急症状，怀疑被性侵。6.辨认笔录、监控视频等其它证据。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公安机关认定的证据存在三点矛盾：1.凤某某被侵害后下体红肿、伴有尿频尿急等生理表现，与倪某某供述“看到被害人掀裙子，用手触碰了一下被害人阴部”的作案手段明显不符；2.凤某某对二人户籍相片进行辨认时，指认摸她的人是杨某某且指出杨某是年老的爷爷；3.监控视频显示倪某某17时离开门卫室打饭，17时5分返回，期间杨某某与被害人同时在门卫室，与杨某某辩解无单独接触时间存在冲突。
2017年8月25日，某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倪某某不批准逮捕，向反应比较强烈的被害人家属进行释法说理，就公安机关未不及时对涉案人员谈话等怠于侦查行为提出书面纠正违法，并提出三点补充侦查意见：1.对已送检的倪某某、杨某某指甲内擦拭物与凤某某血样尽快进行对比鉴定；2.组织被害人对倪某某、杨某某进行真人辨认，并同步录音录像；3.再次对杨某某进行谈话。
2017年9月1日，某县公安局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提请审查逮捕。公安机关主要补充了以下证据：1.DNA鉴定意见，证实杨某某指甲擦拭物与凤某某血样的STR分型结果相同，倪某某指甲擦拭物未检见有效基因分型。2.真人辨认情况，证实凤某某指认摸她的人是杨某某。3.杨某某的供述，其辩称未与被害人单独接触，无身体接触，更没有猥亵行为。
[bookmark: zcjg]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凤某某的陈述、辨认、人身检查能够证实其遭到杨某某的猥亵侵害，监控视频证实杨某某有作案时间，公安机关对杨某指甲擦拭物的提取、保存、送检的程序合法，得出的鉴定意见补强印证杨某与被害人有接触，能够排除杨某某的无罪辩解。9月8日，某县检察院对杨某某批准逮捕。11月6日，某县公安局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移送审查起诉，因证据不足对倪某某解除强制措施。
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依法讯问杨某某，其始终对犯罪行为予以否认，并提出新的辩解：当时曾用手给凤某某喂糖，指甲内可能沾染其口水，糖果是倪某某从门卫室抽屉里拿出，当时在场的还有负责工厂门前道路的环卫女工。
自行侦查，为了排除合理怀疑，检察机关开展自行侦查，取得以下证据：1.鉴于公安机关提供的监控视频涵盖时间不全，补充调取了案发前与案发后门卫室的监控视频，查明在被害人进入门卫室后，并无环卫女工进入；2.询问倪某某，其否认拿出糖果并与杨某某一起吃糖的情况；3.询问环卫女工，其否认进入过门卫室；4.询问工厂负责人，了解到被害人父母与两名门卫均不熟悉，也无矛盾，不存在诬告陷害的可能性。2017年12月5日，某县检察院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依法提起公诉。
法庭调查阶段，2018年1月11日，某县法院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庭审中，公诉人就指控的犯罪事实重点出示了以下证据：1.医院病历、被害人父母以及接诊医生证言等，证实案发当晚凤某某家人发现其身体异样后就医、报警的情况；2.被害人陈述及辨认笔录、DNA鉴定意见，证实凤某某辨认出在工厂门卫室里“摸她屁屁”的人是杨某某，且杨某某手指甲擦拭物与凤某某血样的STR分型结果相同；3.倪某某、环卫女工的证言、案发现场的监控视频等，证实案发时杨某某与被害人同在门卫室内，能够排除杨某某“给女孩喂糖吃而手指沾染口水”等辩解。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在公安机关的多次陈述中，有的说行为人是“年轻的”，有的说是“年老的”，陈述间存在矛盾。且被害人年幼，其陈述的可信度较低，不应予以采信。杨某某坚持无单独接触时间、喂糖沾染口水的无罪辩解。
对此，公诉人答辩称：
第一，被害人的陈述具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刑诉法并未对儿童证人的作证年龄加以限制，应当从辨别是非、正确表达能力等方面评价儿童的作证资格。被害人为4岁幼童，已具备基本的认知、辨识和表达能力，虽不能理解猥亵所代表的意义，但作为亲历者，对“他用手摸我，像挠痒痒一样” “指甲摸到我屁屁里面”等具体行为是可以认知的。
第二，被害人对年轻、年老的判断符合其年龄特征。年轻、年老是需要结合社会经验才能作出的判断，被害人对杨某某、倪某某两人谁更年老判断不准确，正符合其年龄特征，并不影响辨认结果的客观性。公安机组织的第一次辨认是对户籍相片的辨认，尽管相片与真人有一定差异，但被害人辨认出杨某某。11天后组织的两次真人辨认，被害人仍指认出杨某某。对被害人询问、辨认过程中，虽然会有吞吞吐吐、不愿交流的情况，但关键问题都是独立、清晰、明确作出。
第三，间接证据能够补强证据体系，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发破案经过、被害人父母及工厂负责人证言能够证实案发自然，排除诬陷的可能性；鉴定意见能够证实杨某某与凤某某有身体接触；监控视频能够证实案发时杨某某拥有作案时间；倪某某、环卫女工的证言能够排除杨某某“喂糖”等辩解。现有直接、间接证据相互印证，能够排除合理怀疑。
2018年3月1日，某县法院以被告人杨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判决已生效。
【借鉴意义】 
1.综合受侵害的幼童实际认知能力、表达是否符合年龄特征等因素认定证据的证明力。性侵儿童的犯罪案件证据类型较为单一，尤其在行为人“零口供”的情况下，被害人的陈述和辨认就成为关键定案证据。法律并未限制作证年龄，但规定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对于低龄幼童的陈述和辨认等证据，要根据幼童能否分清和认知犯罪事实存在，是否以符合其年龄特征的方式表达，是否符合一般社会人的经验和常识等方面酌情把握。该案被害人虽为4岁幼女，但具备对身体情况、面部特征等基本的认知、辨别和表达能力，故其陈述和辨认应当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
2.围绕被害人陈述和辨认，通过引导侦查、自行侦查补强 “零口供”案件的证据证明体系。对被告人不认罪的“零口供”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以适时介入引导侦查、提出补充侦查意见、自行侦查加强间接证据的收集，补强被害人陈述和辨认等直接证据，完善证据证明体系，从而准确甄别犯罪嫌疑人，有效避免错误追诉。一是复核被害人陈述和辨认等直接证据，是否符合被害人年龄认知与生活常理，增强证据证明力。二是通过审查DNA鉴定意见、发破案经过等间接证据，辅助证明被害人陈述和辨认的客观真实性。三是补强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从行为人的供述与辩解中，分析比对不合理之处，结合逻辑关系、生活常识审查排除合理怀疑。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二条、第二十五条


徐某某强制猥亵立案监督案

【关键词】
强制猥亵  立案监督  检察建议  社会治理
【要旨】
采用暴力手段对未成年人实施猥亵的，构成强制猥亵罪。对公安机关仅作出行政处罚而不予刑事立案的，应当进行监督。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非法使用童工等社会管理漏洞的，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等形式予以监督纠正。
【基本案情】
被告人徐某某，男，1992年6月出生，原系某市某纺织厂职工。
2018年4月1日13时许，被告人徐某某酒后在某纺织厂员工宿舍楼三楼厕所门口，追逐、拉扯该厂员工被害人关某某（女，16岁），并将其拉倒在地，关某某用力推开徐某某后跑回宿舍，徐某某追逐关某某来到宿舍，企图踹开宿舍门，未得逞而离开。因害怕被徐某某侵害，关某某离开宿舍来到该厂区二楼车间。徐某某发现后遂再次追逐、拉扯关某某，在车间门口处将关某某抓住并按倒在地，采取搂抱、摸胸部等方式对其进行猥亵，后因关某某大声呼救，并有工友赶至现场才停止。次日，关某某及其亲属找徐某某理论时，徐某某主动报警，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线索发现。2018年4月11日，某市检察院在对该市公安局“微警务”客户端例行检察监督时发现，在徐某某猥亵案中，徐某某连续追逐未成年被害人，并将其按压在地实施搂抱、摸胸等猥亵行为，该行为已涉嫌强制猥亵罪，而公安机关只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的治安处罚。检察机关认为该案应当予以刑事立案而公安机关未予立案，遂依职权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调查核实。根据案件线索，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以下调查核实工作：1.向公安机关调取治安案件的卷宗材料；2.向被害人、目击证人了解案发经过。最终查明徐某某采用暴力手段对未成年人关某某实施猥亵，侵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已涉嫌强制猥亵罪。2018年4月12日，某市检察院向某市公安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说明书》，要求公安机关七日内书面说明不予刑事立案的理由。同月19日，某市公安局回复《不立案理由说明书》，认为徐某某于案发次日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违法事实，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因此决定不予立案。检察机关认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均属量刑情节，而非定罪依据，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还发现：1.涉事纺织厂非法雇佣2名未满16周岁童工，部分员工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会保险，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及其他劳动者的合法权益；2.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上述问题监管不到位，工作中存在怠于履职的情形。
监督意见。2018年4月20日，某市检察院向某市公安局发出《通知立案书》，要求公安机关对徐某某以涉嫌强制猥亵罪予以刑事立案侦查。2019年3月19日，某市检察院分别向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某纺织厂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某纺织厂存在的违法招录童工、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等行为进行整改，规范用工招录程序，完善企业管理。并建议人社部门以该案为切入点，针对辖区范围的相关企业单位开展全方面排查，进一步增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遵纪守法意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监督结果。2018年5月3日，某市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徐某某涉嫌强制猥亵罪一案立案侦查，并于2019年1月7日移送某市检察院审查起诉。2019年4月19日，某市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徐某某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2019年4月12日，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某市检察院回复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一是查处某纺织厂使用童工等违法行为，对涉事企业罚款8.5万元，对介绍童工的该企业管理人员尤某某罚款1万元，并将2名童工送回原籍。二是开展打击使用童工等违法行为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城乡结合部的用人单位，围绕招录人员情况、劳动合同签订情况，以及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故意伤害等其他违法犯罪情况展开。现已抽查用人单位34家，涉及职工985人。三是加强普法宣传工作，以执法带宣传，通过多种宣传活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提高用人单位的守法意识和职工的维权意识。
2019年4月18日，某纺织厂向某市检察院回复筛查整改情况，表示接受人社部门的检查，并对全员进行劳动合同签订、进厂职工保险全覆盖，对涉事管理人员进行了相应处罚，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借鉴意义】
1.在行政处罚案件审查中发现立案监督线索。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需要敏锐的监督意识和信息捕捉能力，善于从行政处罚案件中发现立案监督线索。可以通过关注公安机关微信公众号、“微警务”客户端、新闻报道等途径发现案件信息，拓宽立案监督线索来源渠道。同时与公安机关沟通协调，采取联席会议、查阅台账和卷宗等形式，及时掌握一定时期辖区内行政处罚案件情况。发现行政机关对涉罪线索应当移送而不移送、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可以迅速调查核实，依法监督纠正。该案中，检察机关发现监督线索后，综合考虑猥亵手段、次数、部位、后果等因素区分一般猥亵和猥亵犯罪，对刑事处罚的必要性予以实质把握，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情况依法予以监督。
2.检察机关在办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中，可以综合运用检察建议等手段促进完善社会治理。检察办案不是机械地适用法条，需要有主动融入大局的服务意识。该案中，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涉事企业存在非法使用童工、不缴纳社会保险等问题，采取检察建议形式，督促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履职，推动开展专项整治，及时纠正了社会治理薄弱环节，在提高民营企业依法经营意识、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同时，维护了未成年人和其他劳动者合法权益。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第十条、十一条
《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二条
武某某申请支持起诉案

【关键词】
猥亵儿童  精神损害赔偿  支持起诉
【要旨】
未成年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因被性侵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教育机构对损害后果存在过错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该教育机构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甲，男，1964年8月出生，某教育机构门卫兼保安。
被告王某乙，某教育机构负责人。
2019年2月至5月期间，被告人王某甲在某幼小衔接教育机构教室内，先后三次关闭教室监控，对被害人武某某（女，5岁）实施猥亵。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指控与证明犯罪。2019年8月14日，某市某区公安局以王某甲涉嫌猥亵儿童罪移送某市某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王某甲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王某甲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2019年9月12日，某区检察院以王某甲涉嫌猥亵儿童罪对依法提起公诉。
2019年11月18日，某区法院以王某甲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支持起诉。某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被害人武某某在遭受猥亵后出现了爱脱裤子、爱光屁股、不爱说话等异常表现，可能是精神遭受创伤的表现。遂聘请青少年心理专家对武某某异常精神状态的成因、程度、潜在危害性进行评估。经评估，武某某出现的人际交往能力退缩等异常行为与其受到猥亵有关，属于创伤后应激障碍，需要予以心理干预。
针对未成年被害人受到精神损害需要及时治疗的情况，某区检察院认为：1.武某某精神已经形成重大损害。根据青少年心理专家意见，王某甲多次猥亵的行为已经对武某某造成了心理损害，并导致其出现一系列异常行为。2.某教育机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某幼小衔接教育机构对武某某负有看管、保护的义务，案发时，武某某年仅5岁，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该教育机构对武某某遭受侵害应当承担过错推定责任。该教育机构招生运营时未取得教育资质、对聘用人员审核不严，未能尽到管理、保护职责。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要求该教育机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某区检察院及时向被害人的父母告知其可以向该教育机构单独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并为其申请了法律援助律师。2019年9月4日，武某某的父母向该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某幼小衔接教育机构及其负责人王某乙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并申请检察机关支持起诉。2019年9月23日，该区检察院依法作出支持起诉决定。
2019年9月26日，某区法院受理起诉。在法院审理阶段，检察机关主动对被告进行释法说理，并与被告委托律师进行沟通协调，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2019年10月25日，王某乙当场付清赔偿款3.5万元。
参与社会治理。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涉案的幼小衔接教育机构存在长期无证经营、所聘用教辅管理人员未经教育部门考核备案登记、教学场所为临时租赁、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依法向该区教育局发出检察建议，提出取缔“黑幼儿园”、加强幼教行业人员管理、加强幼儿自护教育等建议。区教育局高度重视，联合市场监督、消防、公安等相关单位和部门对辖区37所培训机构、14所民办幼儿园进行了检查，将无证办学、不符合办学条件的14所幼儿园依法予以取缔或转为临时看护点，有效整顿规范了民办教育机构。
【借鉴意义】
1.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支持被害人向侵权教育机构起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不仅身体遭受伤害，其心理和精神往往也受到严重创伤。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案件审结以后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实践中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导致被害人精神康复治疗费用无法保障。性侵未成年人犯罪高发于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依据《侵权责任法》规定，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被害人及其监护人向教育机构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支持起诉，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同时警示相关教育培训机构依法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防范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2.注重在刑事案件办理中及时收集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相关证据。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内发生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可在办理刑事案件的同时，密切关注未成年被害人精神状态，及时固定证据，为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奠定基础。一是聘请心理专家进行评估，掌握未成年被害人心理状况及社会功能受损程度，评估合理的诊疗期间及心理康复费用，以便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二是审核相关教育机构是否取得教育资质，是否存在雇佣、管理人员不严等问题。该案中，检察机关邀请心理专家评估被害人心理状态，查清了涉案教育机构无资质、聘用人员未经审核等问题，为支持起诉奠定了基础。会同教育部门出台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心理伤害评估实施办法》，建立了检察机关和心理专家提前介入机制和精神损害赔偿专家论证机制，明确了如何确定诊疗期间及精神赔偿数额等相关问题。同时就审查取证过程中发现的隐患向教育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促进社会治理，保护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0年3月3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陈小乐为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朱昊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免去郭山珉的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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